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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关系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中国民营企业“子承父业”现象的内在逻辑。 本文构建

了城市层面的“关系文化”强度指标，并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关于子女继承问题的数

据相结合，以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在“关系文化”较强的地区，民营企业家更倾向于让子

女接管企业。 异质性分析揭示，对于经营时间较长、企业家拥有政治地位的企业，城市“关系文

化”对企业家选择子女接管企业的意愿影响较大；相反，在科技研发能力强、成长空间大的企

业，所在地“关系文化”的影响较小。 此外，相较于中西部城市，东部沿海省份的城市“关系文

化”影响更小。 通过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应对潜在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依然稳健。 实证结果支

持以下观点：在依赖关系文化运营的民营企业中，“子承父业”成为保护企业社会关系资本的必

然制度选择，关系文化价值越高，这种安排越常见。 因此，为改变“子承父业”现象及其负面影

响，需构建清廉政商关系与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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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２２３７８. ｈｔｍ。
②与此相关，另一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 ２０１５》指出，在 ２０１４ 年抽样的家族企

业中，有 ９３ 家企业在过去 ５ 年经历过企业主的更替，接班人无一例外都是企业家的子女，进一步印证了“子承父业”现象的普

遍存在。

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营经济

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①。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党
和政府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家成长，并在加强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优化营商环境、支持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及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在当前，民营企业传承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源于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

之后，特别是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开始出现。 近年来，许多民营企业的创始人逐渐到了退休年

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交接班的“关键世代”，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步向第二代转移［１］。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

会家族企业研究课题组在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报告表明，８５. ４％的民营企业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且普遍存在着

子女接班管理企业的“子承父业”现象②。 据《福布斯》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 Ａ 股 ８８４ 家上市家

族企业中，一、二代同时任职的企业占比为 ５４. ９％，而 １２. ５％的家族企业已经完全由二代接班。 随着产业结

构的转型升级，二代接班的步伐逐渐加快［２］。 因此，在这个关键时期，关注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和培养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显得尤为重要。
代际传承问题是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以欧美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家

族企业能成功传承到第二代的只有 ３０％，第三代成员仍然控制公司的仅有 １０％～１５％［３，４］。 从短期业绩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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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员接管的企业，相对于由非家族成员管理的企业，３ 年内资产回报率低 １４％［５］。 为了克服选择子女作

为接班人的弊端，从外部引入职业经理人已经成为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必然趋势［６，７］。 从全球来看，３２％的家

族企业会引进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只将所有权交给下一代；在中国台湾地区，这一比例超过 ４０％，而且仍在

持续上升③；中国香港市值排名前 １００ 的上市家族企业由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比例也已占到

３５％④。 可见，家族企业积极引入职业经理人成为世界性趋势。
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却热衷于让子女接管企业，已经完成交接班的民营企业几乎都选择了自己的子女，而

还没有完成交接班的民营企业，对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６７％的企业会选择家族内部成员④。 从已经由子女

接班的企业绩效表现来看，二代接班后的企业绩效显著低于仍处于第一代控制下的企业，在销售增长率、利润

水平和投资收益率等财务指标方面均表现不佳。 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表现方面，香港上市的内地家族企业中二

代接班的企业在利润率方面显著低于一代掌权的企业，子女接班的家族企业在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上面临更大

的挑战［８］。 总而言之，让子女接管企业，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已经完成交接班的企业，在业绩上都表现出

疲软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还热衷于让子女接管企业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关系文化”的视角探究中国民营企业家更愿意让子女接管企业的原因。 首

先，本文构建城市层面的“关系文化”强度指标。 在此基础上，使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分析“关系文化”
对子女继承问题的影响。 结果表明：“关系文化”越强的地方，民营企业家越想让自己的子女接管企业。 异质

性分析表明，在企业经营时间较长、企业家拥有政治地位的情况下，城市“关系文化”会更显著地影响企业家

选择子女接管企业的意愿；反之，对于科技研发能力较强、成长空间较大的企业而言，所在地“关系文化”对企

业家选择子女接管企业意愿的影响较小。 此外，相较于中西部城市，东部沿海省份的城市“关系文化”影响

更小。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１．文献综述

大量文献对企业代际传承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９，１０］。 一般而言，家族企业可以选择家族成员

或引入外部经理人进行传承。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的才能和智慧不能稳定遗传，在大范围内寻找合适的

ＣＥＯ 比在自己的几个子女中选择接班人更容易［１１］。 研究也表明，外部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的经营方面表现更

好，更有利于企业的延续［５，７］。
但也有观点认为，“子承父业”这种跨代传递领导权的模式是家族企业的自然选择，是家族保持社会情感

财富的主要方式［１２］。 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和忠诚度远比外部人员高，家族内部的代际传递有利于降低企

业的代理成本［１３］。 此外，当外部治理不完善、经理人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将领导权交给外部职业经理

人会有较大的企业失控风险［１４］。 换言之，当正式制度发展不够完善，特别是当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法

律制度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即使继承人的能力显著低于外部的职业经理人，家族内部传承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具体到针对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化问题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还不够完善，代理成本

高，无法找到合适的经理人，从而导致普遍的“子承父业”现象［１４］。 在“子承父业”过程中，企业家可以将隐性

知识、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关系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保证企业的竞争力。 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传承不仅是权力

的交接和企业家精神的传承［１５］，更是企业创始人所拥有的隐性知识的传承［１６，１７］，以及创始人政治资源的传

承。 尤其是政治资源，作为家族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是代际传承的重要资源。 在现实中，家族二代不但继承

领导权，而且出现了创始人与继承人在参政议政方面的“代际接力”现象［１８］。
与中国民营企业密切相关的另一支文献是针对“关系文化”的研究，主要认为当正式制度不健全时，社会

关系往往可以发挥提高融资便利性［１９］、克服行政壁垒［２０］ 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２１］ 等作用。 特别是在经历转

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了缓解市场失灵的作用［２２］。
已有研究表明，在缺乏正规金融支持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民营经济正是依靠“关系”获得民间融

资并保证合同实施才得以发展壮大［２３］。 然而，当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非正式制度无法长期支持民

营企业的发展，依赖非正式制度只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权宜之计［２４］。
现有文献探究了民营企业如何实现代际传承，以及社会关系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那么，当民营企

③

④

《普华永道 ２０１４ 年全球家族企业调查》《资诚 ＰｗＣ 全球家族企业调查报》，通过访谈 ４０ 个国家的 ２３７８ 家家族企业获得。 资诚
为普华永道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分所。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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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离不开社会关系，即民营企业处于“关系文化”盛行的环境时，企业的代际传承是否会更倾向于“子承

父业”呢？ 针对此问题，本文从“关系文化”视角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如何选择传承方式。 研究结果表明，在“关
系文化”更为盛行的地区，民营企业确实更倾向于“子承父业”，而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制度安排可以更好地

保持企业持续经营所依赖的社会关系。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丰富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

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晚期起步、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以及高昂的代理成本，这导致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

经理人。 而本文从“关系文化”的角度探究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认为“子承父业”是民营企业应对外部

环境的理性选择。 原因在于“关系文化”盛行的地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这使得“子承父

业”成为了一种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选择。
其次，本文的研究也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关理论。 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在非完善的制度

环境下，企业的社会关系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如带来融资便利性、克服行政壁垒，以及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
然而，有关社会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关于企业社会关系

网络的理论，为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此外，本文在变量选取与数据选择方面有一定创新。 第一，本文的研究使用传承意愿而不是实际传承结

果，有助于解决样本选择问题。 由于传承结果需要较长时间跨度的企业数据才能观测到，即只有当企业家退

出企业经营管理，才能观察到传承结果。 因此，研究数据至少需要涵盖一代企业家的时间长度。 如果仅以完

成传承的企业为样本，可能会因为传承时间与传承选择的相关性而造成偏差。 例如，那些更倾向于“子承父

业”的企业家可能会更早地完成代际传承。 如果仅考虑已经交接班的企业，那么企业家选择“子承父业”的比

例会更高，从而造成样本选择偏差。 而本文使用传承意愿可以避免选择性偏差。 第二，本文从民营企业的视

角探究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进一步丰富了民营企业的研究。 现有文献对于企业代际传承问题的研究主要基

于上市公司的数据，而上市公司与民营企业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上市公司一般而言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较
好的发展前景，以及完善的管理制度等。 而中国的民营企业整体而言属于中小企业，盈利能力较弱，股权集

中，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等，其受到的制度约束远大于上市公司。 因此，相较于上市公司，选取民营企业数据

探究中国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更具有代表性。
２．研究假设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有着“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讲求的是关系、交情［２５］。 “讲关系、讲交

情”，就不可避免地“只认人，不认事”，从而形成了一种“关系文化”。 直到今天，“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

制度，依然对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为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国市场经济正式制度仍不健

全［２１，２３］，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关系文化”恰好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聚焦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在民营经济出

现的几十年中，民营企业通过民间借贷、建立企业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网络进行“关系融资” ［２６］，以缓解融资

约束。 民营企业还通过引入国有股权、聘用特定背景的高管、企业家积极参政议政来构建“政商关系” ［１８，１９，２７］，以
克服法律、产权和融资等正式制度不完善对发展的影响。 “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不断拓展自己的关系网，形成了以政治联系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关系

网络。 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高度依赖创始人的关系网络。 然而，社会关系网络“只认人，
不认事”，其传承高度依赖人际关系，需要接班人在与创始人在长期互动中才能实现传承。 血缘关系作为最

稳定可靠的人际关系，选择让子女接班，有利于在长期的实践以及创始人的引导中，逐步建立与员工、客户、供
应商、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关系网络［２８］，使得企业经营所高度依赖的关系网络实现代际传承。

因此，本文对“子承父业”现象提出如下解释：在民营企业的经营仍需依赖关系文化的环境中，“子承父

业”成为一种保护企业社会关系资本的必然制度选择，而关系文化对于企业的价值越高，这种制度安排越常

见。 基于上述理论解释，可以推导出以下假设：
Ｈ１：城市“关系文化”越盛行，民营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子女而不是选择外部的职业经理人掌管企业。
此外，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 ２０１５》表明，民营企业家的年

龄越大，越希望子女接班。 事实上，民营企业家的年龄越大，企业的经营时间往往越长，在当地经营“关系”的
时间也越长。 而“关系”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民营企业需要在长期的持续经营中才能建立起广泛深入的

社会关系。 在“关系文化”盛行的城市，“关系”更加重要，企业在长期的持续经营中会积累更多的社会关系。
此时企业家会更注重“关系”的传承，更希望把社会关系传承给子女。 而对经营时间较短的企业而言，即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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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关系文化”比较浓厚，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积累起足够多的社会关系，此时企业家对子女继承企业的意愿

有所减弱。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经营时间更长的民营企业，其所在城市“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接班人决策有更显著的影响，

民营企业家更希望“子承父业”。
类似地，政商关系作为“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１９］。 企业家的政治

身份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贷款和政府补助，并为企业带来正面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企业家更可能将政治资源

“转移”给子女，而不是外部的职业经理人［１８］。 对已经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企业家而言，在一个“关系文化”
盛行的城市，能够放大政治地位的影响力，更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关系”网络，当“关系”网络对经营具有关键

作用的时候，企业家更希望子女继承企业的社会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３：企业主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民营企业，其所在地“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接班人决策有更显著

影响，民营企业家更希望“子承父业”。
上述假设提出，城市“关系文化”越盛行，企业家更希望子女接班。 此外，当企业经营时间越长、企业家拥

有政治地位时，企业所在地“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接班人的决策的影响更大。 然而，当企业能凭借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其经营对“关系”的依赖较弱甚至无需依赖“关系”时，民营企业所在地

“关系文化”强度是否还会影响企业家选择接班人的决策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企业的研发能力角度

进行讨论。 企业的研发能力是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具备研发能力的成长型民营企业，可以依

靠本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社会关系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程度会相对较低。 因此，具
备研发能力的成长型企业，地区“关系文化”强度对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应该更弱。 而对于缺乏核心竞

争力的企业而言，“关系”更可能是关系到企业能否生存的重要因素。 如果城市的“关系文化”越盛行，“关系”
就越重要，企业家更希望自己的子女来接管企业，以继承影响企业发展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４：对于具备研发能力的民营企业，其所在城市“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接班人决策的影响较弱。
上述假设的提出主要关注企业与企业家的特征。 然而，地理位置和区域经济环境也可能对“子承父业”

的现象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中国东部的沿海城市，经济发达、市场开放以及商业多元，企业家选择接班

人时更可能考虑其专业的管理技能和对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中西部的内陆城市，尽管经济

逐步发展并渐渐融入更广泛的市场体系，但社会关系在商业活动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民营企业的成长需要依

靠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因此，中西部城市的企业家在选择接班人时，会更倾向于自己的子女，以确保民营企

业发展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得以传承。 基于这一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５：相较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城市的“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接班人的影响更显著，民营

企业家更希望“子承父业”。

数据描述与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主要由“关系文化”强度指标、企业数据和其他控制变量组成。 首先，“关系

文化”强度指标是基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问卷数据构建得到的，通过计算某一地区中“依靠

关系找工作”的比重作为“关系文化”强度的衡量指标。 具体而言，本文将通过亲人朋友介绍找到的工作，定
义为“靠关系找工作”，而通过投简历、雇主招工等渠道定义为不依靠“关系”找工作。 给定其他条件时，如果

一个地区的家庭样本中“依靠关系找工作”的比重越高，则这个地区“社会关系”起到的作用就越大；但由于每

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对应的工作市场信息渠道也不同，因此，要在指标构建中基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调

整后的“关系文化”指数越大，则说明该地区的“关系文化”越盛行。 具体的调整方法参考林志帆［２９］的研究。
本文使用的企业家“子承父业”倾向数据来自 ２０１０ 年 ＣＥＰ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中国私营

企业调查）数据库。 该数据库中涵盖以下信息：（１）企业家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履行职责或参政

议政情况、持股情况等信息；（２）企业特征：包括企业年龄、销售规模、盈利情况、员工人数、投资情况、企业的

组织架构、主要从事行业等信息。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民营企业家的“子承父业”意愿，选取的指标是企业家是否打算让子女接班的

０－１变量。 具体而言，本文关注 ＣＥＰＳ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你是否考虑过子女接班问题？”该问题有 ６ 个选项：
（１）让子女接班管理企业；（２）子女不要在本企业工作；（３）让子女继承股权，但不要在本企业工作；（４）只给

子女留一笔生活费；（５）其他（请写明）；（６）目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由于选择“其他”选项的样本量较少而

且缺失值较多，因此剔除选择“其他”项的样本。 本文将问题的回答分为三类：选择（１）为第一类，明确表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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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承父业”；而选择（２）（３）（４）为第二类，表示没有“子承父业”倾向的民营企业家；选择（６）为第三类，表
示还不能确定。 本文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关注第一类和第二类，若希望子女接班，则“子承父业”倾向为 １，不希

望则为 ０。
本文使用的地区层级控制变量具体来源包括：（１）从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官

方数据获得的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地级市人均收入、地级市中小学数量、地级市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地
级市人均道路面积等信息；（２）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获得的省级层面 ２０１０ 年“市场中介组

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３）从《中国商会发展报告（２０１４）》和《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报告（２０１４）》
获得 ２０１３ 年省级商会数量数据；（４）从《中国家谱总目》数据中手工整理得到截至 ２００３ 年底各个地级市所有

姓氏的家谱数量；（５）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农业生态区数据库（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ＧＡＥＺ）获得地

级市水稻种植适宜度指标；（６）从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获取 ２０００ 年中国水稻和小麦种植分布的栅格数据

（空间分辨率为 １ 千米），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处理后，得到地级市层级的水稻和小麦种植面积数据。
表 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⑤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子承父业”倾向 ７６５ ０. ４４５８ ０. ４９７４ ０ １
地区“关系文化”强度 ７６５ ０. ０５３１ ０. ０９５４ －０. １４５７ ０. ２１０４
企业家特征控制变量

企业家年龄 ７６５ ４７. ６１４４ ８. ８８５ １９ ９３
企业家性别 ７６５ ０. ８７１９ ０. ３３４４ ０ １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 ７６５ ３. ７６４７ １. ０５１ １ ６
企业家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情况 ７６５ ０. ７０２０ ０. ９１８１ ０ ４
企业家持股比重 ７６５ ６７. ３５７２ ２６. ８４ ０. ９７ １００
企业特征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７６５ ９. ２４７１ ４. ７２ １ ２１
企业销售规模（万元） ７６５ ６３５６. ０７８３ ２５６１９ ０. ９ ５５６５４２
企业员工数量 ７６５ １８５. １２６８ ５７０. １ １ ９８１７
企业研发投入额（千万元） ７６５ ０. ０４４６ ０. ２５７１ ０ ４. １８
企业产品出口规模 ７６５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 ５１４１
企业境外投资规模 ７６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 ００８６
企业是否有董事会 ７６５ ０. ５２０３ ０. ４９９９ ０ １
区域特征控制变量

地级市每千万人族谱数量（册） ７６５ ４. ４４０５ ７. ５４９ ０ ３９. ４８
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元） ７６５ ４２１６３. ２７３２ ２６６４０ ５３０４ １１６４４８
地级市人均收入（元） ７６５ ３４３３０. ４１６７ １０７４１ １３８１８ ６５６８２
地级市中小学数量（所） ７６５ １４３４. ４２８８ １５８０ １３０ ６８１７
地级市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 ７６５ ７２. ６４６７ １０６. １ ４. ９６ ８８３. ４
地级市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７６５ １２. ０６３０ ６. ２８９ ２. ２８ ３４. ４１
省份商会数量 ７６５ １８１４. ０２６１ １１７９ ２０３ ３９７６
省份市场化指数 ７６５ ５. ６７５７ ２. ９２４ ２. ０７ １０. ６２

表 １ 为本文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 １ 可知，企业的平均年龄为 ９. ２５ 年，企业家的平均年龄

为 ４７. ６１ 岁，平均而言企业家的创业年龄在 ４０ 岁左右。 企业家的持股比例约为 ６７％，体现出较强的家族化特

征。 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情况指标依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级别，用 １ 代表县级，４ 代表国家级，可以看出有

大量的民营企业家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受教育情况使用 １～６ 分别代表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和研

究生，受教育水平的均值为 ３. ７６，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学历为高中或大专。 大多数民营企业研发能力和

⑤本文所使用数据即使对当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来说，仍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文比较了现有文献中使用的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以及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库，结果表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民营企业主平均年龄基本保持在
４５ 岁上下，男性占比略高于 ８０％，平均学历处于高中与本科（大专）之间，涉及出口的企业占比约 １０％，平均销售规模对数的
均值在 ６. ５，均与本文取自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非常接近。 与 ２０１０ 年数据相比，后续年份平均企业年龄虽有所增加，但与我国民营
企业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历史事实相符合。 需要讨论的是与本文样本数据相比发生变化的特征，也即履行职责
或参政议政的比例有所下降。 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的数量有所增加，而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的企业家名额是
有限的，因而出现后续数据中企业家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比例有所下降的现象。 因此，这一变化也是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客
观体现，并不能减损本文数据所具有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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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水平较低，而且从企业员工数量和销售规模来看属于中小企业（参照 ２０１１ 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 本文实证分析样本具备代表性，能够代表中国民营企业的特征。
本文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共线性进行了分析。 首先，通过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后，核心解

释变量“地区关系文化强度”与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 ５，满足相关性要求。 其次，使用 ＯＬＳ 模型

并计算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结果表明，除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收入 ＶＩＦ 值为 ６ 左右，其余变量的 ＶＩＦ 值远小于

５，本文的解释变量之间整体共线性较弱。 受篇幅所限，结果未列示。
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来自不同的数据库，因而使用行政编码对两个数据库

进行匹配，共获得包含 ８６ 个地级市的数据⑥。 其中，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来自 ２０１０ 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
而核心解释变量“关系文化”强度则来自 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受限

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在 ２０１０ 年以后的调查中，没有涉及是否希望子女交接班的问题。 而距

离 ２０１３ 年家庭收入调查最近的一次是 ２００７ 年，两个数据库无法在年份上达到精确的匹配，因此选择 ２０１０ 年

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其次，年份无法进行

精确匹配，对本文的研究影响有限，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关系文化”是一种持久的力量，不是一两年内可以

发生巨大转变的［３０，３１］，因此，本文认为上述的处理方法是合理的。
本文基于以上数据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Ｐｒ（ｃｈｉｌｄ＿ｐａｉｊ ＝ １ ｜ ｇｕａｎｘｉ＿ｎｅｔ ｊ，Ｘ） ＝ Φ（ｃ ＋ β × ｇｕａｎｘｉ＿ｎｅｔ ｊ ＋ αＸ ＋ μ ＞ ０） （１）
　 　 其中， ｃｈｉｌｄ＿ｐａｉｊ 为“子承父业”倾向变量，表示在城市 ｊ 中，企业 ｉ 的企业家希望子女接班的意愿，希望自

己的子女接管企业为 １，不打算让子女接班为 ０。 ｇｕａｎｘｉ＿ｎｅｔ ｊ 表示的是城市 ｊ 的“关系文化”强度。 此外，其他

因素也可能对企业家的继承决策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企业家特征、企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三个维度的控制变量

Ｘ，以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企业家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情况和持

股比例；企业特征包括：企业年龄、销售规模对数、员工数量、创新能力、产品出口规模、境外投资规模、是否有

董事会和所在行业；区域特征包括：地级市每千万人族谱数量对数、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对数、地级市人均收入对

数、地级市中小学数量对数、地级市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对数、地级市人均道路面积对数、省份市场化

指数和省份商会数量。 ｃ 是常数项， β 是“关系文化”强度的系数， μ 表示随机扰动项。

实证结果及解释

本文利用截面数据实证分析地区“关系文化”强度对民营企业家选择子女作为接班人的影响。 首先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得出本文的基准结论；然后利用与企业家选择子女接班意愿相关的替代指标，以及与“关系文化”
强度相关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对不同变量的分类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因果关系在不同特征

的样本中是否依然成立；最后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缓解因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所有回归结果

均聚类到城市级别。
１．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１）列仅使用“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的“子承父业”倾向进行

回归；（２）列中加入企业家特征，包括企业家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情况和持股比例

等；（３）列进一步加入企业特征，包括企业年龄、销售规模、员工数量、创新能力、产品出口规模、境外投资规

模、是否有董事会等，并控制企业所在行业的固定效应；（４）列中加入地区特征，包括地级市每千万人族谱数

量对数、人均 ＧＤＰ 对数、人均收入对数、中小学数量对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对数、人均道路面积对

数，以及省份市场化指数和省份商会数量。

⑥由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采用的编码是邮编，邮编不会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而改变。 为了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首
先，通过百度搜索，手工确定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样本的邮编所对应的行政区划代码，然后按照行政编码对两个数据库进行
匹配。 其次，两个数据库包含的城市无法完全匹配，共同包含的地级市数量只有 ４５ 个。 为了扩充样本容量，本文使用了近似
匹配，以尽可能多地利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微观样本，因此会存在不同城市的企业样本对应同一个城市的“关系
指数”。 具体而言，本文通过设定两条规则进行匹配：（１）地理位置相邻；（２）ＧＤＰ 最接近。 除此以外，还有 ３ 个城市是例外：
第一，不满足条件（１），按照第（２）条规则进行匹配，这种情况有两个城市：广东湛江（匹配广东汕头）和甘肃金昌（匹配甘肃平
凉）。 第二，如果满足条件（１），但是 ＧＤＰ 的差距过于悬殊，比如雅安与成都的 ＧＤＰ 相差几十倍，则选取 ＣＨＩＰＳ 数据库省内
ＧＤＰ 最接近的城市进行匹配，即雅安市－巴中市。 最终，精确匹配的城市有 ４５ 个；３８ 个城市通过条件（１）和条件（２）进行匹
配；３ 个城市是特殊的匹配，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包括 ８６ 个城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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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的影响（Ｐｒｏｂｉｔ）

变量
“子承父业”倾向

（１） （２） （３） （４）
城市“关系文化”强度 １. ７９２４∗∗∗ １. ４２６５∗∗∗ １. １８７９∗∗∗ １. ２７１１∗∗

（０. ５４７９） （０. ４７４７） （０. ４１４５） （０. ５０２１）
企业家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特征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０. ７０ １０４. ３９ ３１２. ５３ ４５２. ５２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样本数量 ７６５ ７６５ ７６５ ７６５

注：除特别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均满足：括号中为聚类至城市层面上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

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由表 ２ 可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后，系数变小且最终稳定在 １. ２７ 左右。 根据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计算边际

效应，可以得出城市“关系文化”强度系数为 ０. ４２６９。 说明城市“关系文化”强度每提升 １０％，该城市的企业

家希望子女接班的可能性增加 ４％，从而验证了 Ｈ１。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反映企业家“子承父业”倾向和“关系文化”强度的指标，替换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一共使用 ６ 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区分为 ４ 类。
第一类，使用亲戚朋友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替换被解释变量。 ２０１０ 年 ＣＥＰＳ 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您的企业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人与您的关系”，该问题包括财务、采购、销售、人事、研发、生产、行政 ７ 个方

面的负责人，本文将回答按照亲密关系程度进行赋值，其中，“没有特殊关系”为 ０；“朋友、同学等”为 １；“您的

姻亲”为 ２；“其他与您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为 ３；“您的配偶、父母或子女”为 ４。 本文把答案对应的数字进行加

总用来衡量亲戚朋友的参与程度。 由于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这 ７ 个方面的负责人，因此使用加总的数字比上该

企业设置的负责人职位数量。 参与民营企业经营的亲戚朋友越多，子女接班更容易受到管理层的接纳和认

可，因而企业家更希望子女接班，以减少代际传承成本。 回归结果如表 ３ 中（１）列所示。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子承父业”

倾向

对理念 １ 的

认同程度

对理念 ２ 的

认同程度

对理念 ３ 的

认同程度

“子承父业”
倾向

“子承父业”
倾向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关系文化”强度 １. ０４４９∗∗ ０. ６６６８０∗ ０. ９１８９∗ １. ３３９２∗∗∗

（０. ５１９５） （０. ３６４６） （０. ５４６３） （０. ４２１７）
对亲戚朋友的

信任程度
０. １８４４∗∗∗

（０. ０５８０）
“关系支出”强度 ０. ８９６８∗∗

（０. ３６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１４５６ １４１３ １３９５ １４０１ ７５５ ７６１

第二类，使用企业家的管理理念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换。 ＣＥＰＳ 问卷中有关于民营企业家管理理念的三

个方面的问题：（１）家族企业应该拥有企业股份大于 ５０％；（２）家族企业参与管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３）为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 这些观念与希望家族参与管理、希望子女接管企业有一定的关系。 本文设定

“很不同意”为 １，“不太同意”为 ２，“一般”为 ３，“比较同意”为 ４，“非常同意”为 ５。 也就是说，数值越大，就越

认可这个观念。 本文以样本中关于民营企业家管理理念的三个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３ 中（２） ～（４）列所示，系数显著为正。 “关系文化”盛行的地方，企业家会更加希望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管理。
第三类，使用地区对亲戚朋友的信任程度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关系文化”强度的指标构建是通过衡量

一个城市中，通过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工作的比例来得出的。 而对亲戚朋友的信任程度与通过熟人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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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有紧密联系。 本文利用 ＣＨＩＰ 调查问卷中的“你认为亲戚朋友可信吗？”这一问题，将回答的结果“很不

可信”设定为 １，“不太可信”设定为 ２，“一般”设定为 ３，“比较可信”设定为 ４，“非常可信”设定为 ５，通过计算

每个城市对亲戚朋友的平均信任程度，作为“关系文化”强度的替换指标。 回归结果如表 ３ 中（５）列所示，系
数显著为正。

第四类，使用地区企业的“关系支出”替换解释变量。 地区“关系文化”强度体现的是人们对“关系”的重

视程度，但是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都是有成本的。 如果一个地区的企业平均而言在“关系支出”方面花费的费

用越高，意味着该地区更加重视“关系”，从而地区“关系文化”越强。 ＣＥＰＳ 问卷中有两个关于企业支出方面

的问题：（１）您企业 ２００９ 年在应付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各种摊派中支出多少万元；（２）您企业 ２００９ 年在公

关、招待支出多少万元。 无论是摊派还是公关招待，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民营企业为了维持各种“社会关

系”所需要支出的成本。 本文利用摊派和公关招待的费用除以销售额，以获得每销售 １ 单位需要支出的额外

成本，从而计算出一个城市平均的“关系支出”。 回归结果如表 ３（６）列所示，系数显著为正。
３．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样本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分别验证 Ｈ２～Ｈ５。
第一，按照企业年龄分组。 本文使用的样本中，企业年龄最长为 ２１ 年，因此，本文使用 １０ 年为临界点进

行分组。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４ 中（１）和（２）列所示，其中（１）列为企业年龄大于 １０ 年，（２）列为企业年龄小于

等于 １０ 年。 结果显示，企业年龄大于 １０ 年的组“关系文化”强度系数显著为正；而企业年龄小于等于 １０ 年的

组中，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因此，企业经营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社会关系越多，当社会关系越重要时，让子女接

管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企业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的传承，从而 Ｈ２ 得到验证。
表 ４　 异质性分析⑦（Ｐｒｏｂｉｔ）

变量

企业年龄差异 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差异⑧ 研发能力差异 区域差异

大于 １０ 年 不大于 １０ 年
履行职责或

参政议政

未履行职责或

参政议政
有研发 无研发 东部沿海 中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关系文化”强度 ３. ０８４９∗∗∗ ０. １７１３ １. ９３８３∗∗ ０. ８７５６ ０. ４０８４ １. ９３３７∗∗ １. ３４６３ １. ４０４５∗∗

（０. ７６４０） （０. ７０８０） （０. ９２６６） （０. ８０４５） （０. ７５０７） （０. ８９１９） （１. ４６４８） （０. ６４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２６８ ４７９ ３５０ ４１０ ３３３ ４２４ ４００ ３６２

第二，按照是否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进行分组。 本文将企业主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进行分组回

归，结果如表 ４ 中的（３）和（４）列所示。 （３）列表示企业主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４）列表示企业主不是人

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回归结果表明，如果企业主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城市“关系文化”强度越高，企业家

越希望自己子女接管企业。 而如果企业主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城市“关系文化”对企业家选择自己子

女接管企业的意愿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 Ｈ３ 得到验证。 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是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积累政

治资本的重要途径，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贷款和政府补助，以及为企业带来正面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由于企

业家更可能将政治资源“转移”给子女，而不是外部的职业经理人［１８］，因而对于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企业家

而言，在一个“关系文化”越强的城市，能够放大政治地位的影响力。 当这些“关系”网络对于经营影响越关

键，让子女继承“关系”的优势更大。
第三，对企业是否有研发进行分组。 如表 ４ 中（５）和（６）列所示，有研发的企业组中，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而对于没有研发的企业来说，系数显著为正。 研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发展策略。 较高的研发投

入，表明企业更多依靠提高生产效率保持竞争力。 对于没有研发的企业而言，社会“关系”对维系企业竞争力

⑦

⑧

本文的四组异质性分析，分别是企业年龄差异、企业家政治地位差异、企业研发能力差异以及企业所在区域差异，每组样本数
量之和分别为 ７４７、７６０、７５７、７６２，均略低于基准回归的样本数量 ７６５。 原因在于：本文的回归模型中，控制了类别变量———企
业所在行业。 由于某些类别的企业较少，当本文在异质性分析中进行分组回归时，行业内企业数量特别少的样本无法被包括
在回归分析中。 具体而言，如果处于某个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太少，导致因变量“子承父业”变量全部为 １，或者为 ０ 时，会由于
样本数量不足而无法纳入回归。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是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而在之后的调查中，企业家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的比例出现下降（详见脚注⑤）。
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这一变量在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中具有如下影响，也即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的企业家更愿意让其子女接
班，原因是可以传承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源。 而当履行职责或参政议政的民营企业家比例降低时，社会关系资源重要性的预期
将进一步提升，对应的上述规律应该越发显著。 因此，对于后期的数据而言，此处的实证结果是偏于保守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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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更大。 这部分民营企业家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必然希望长期积累的社会关系可以得到充分的传承并

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更希望自己的子女接管企业。 Ｈ４ 得到验证。
第四，按照城市是否处于东部沿海省份进行分组。 如表 ４ 中（７）和（８）列所示。 （７）列表示东部沿海省份

城市，（８）列表示中西部省份城市。 结果表明，中西部省份城市“关系文化”强度越高，企业家越希望自己子女

接管企业；东部沿海省份城市“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自己子女接管企业的意愿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

著。 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城市，经济发达、市场开放以及商业多元，当地企业在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成

长，企业家选择接班人时更可能考虑其专业的管理技能和对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中西部的

内陆城市，社会关系在商业活动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民营企业的成长需要依靠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因此，中
西部城市的企业家在选择接班人时，会更倾向于自己的子女，以确保民营企业发展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得以传

承。 Ｈ５ 得到验证。
４．内生性及工具变量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关系文化”越强的城市，企业家更希望自己的子女接班。 但“关系文化”强度与

“企业家选择接班人决策”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内生性主要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测量误差。 城市“关系文化”强度是以“依靠关系找到工作”的

比例为基础构建的。 如果“依靠关系找到工作”不是为了打破信息不对称，而是为了在应聘时获得一些“特殊

待遇”，那么依靠“关系”找到工作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 受访者可能不愿意

透露事实，隐瞒“依靠关系找工作”的事实。 因此，一个城市“依靠关系找到工作”的比例低于实际值，造成了

一定的误差。 二是遗漏变量偏差。 在本文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家、企业以及区域特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

不可观测或者难以量化的因素会同时影响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实证模型无法穷尽对这些因素的控

制，因而会有遗漏变量偏误。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的选取参考潘越等［３２］ 对宗族文化影响

公司治理的研究，以及于晓东等［３３］关于耕作文化与企业治理结构关系的探究，同时也借鉴了 Ｚｈｕ 等［３４］ 对中

国创新绩效与农业特征关系分析的研究成果。 本文使用“水稻种植适宜度”以及“２０００ 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中水稻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修正回归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水稻种植适宜度”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农业生态区数据库（ＧＡＥＺ）。 ２０００ 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中水稻占比”指标使用地级市水稻种植面积 ／
（水稻种植面积＋小麦种植面积）来构造，数据来源于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本文工具变量需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即与地区“关系文化”强度相关，而且不直接影响企业家

对接班人的选择。
首先，就相关性而言，种植水稻的地区会产生集体主义文化，人们会更加相互依赖和具有整体思维［３５］。

种植水稻对灌溉要求较高，需要农户的密切合作来兴修水利，以建立复杂的灌溉系统。 在一个灌溉网络中，个
体的用水量会影响邻里，而且每年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于灌溉系统的修建、疏浚和排水，这就需要

个体之间进行密切的合作与协调。 此外，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投入要求较高，特别是插秧和收割，需要在较短

的时间内完成，在特定的时间内，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３６］。 为应对这一问题，稻农间会达成一种劳动互助

的关系，通过协调种植日期，确保在不同日期进行收割［３７］。 总之，这种互相帮助促进了稻农之间的积极合

作，增加了稻农之间互惠互助的社会联系［２５，３８］ 。 因此，种植水稻更需要小型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

位［３９］ ，促进了村庄内部成员之间信任度更高的短半径关系网络的形成。 在这一网络中的成员会大量投资以

维系内部关系，更容易将陌生人排除在可信范围之外［４０］。 综上所述，水稻种植越多的地方，关系文化会更加

浓厚。
其次，水稻种植适宜度、水稻种植面积占比与企业家的代际传承决策没有直接的联系。 因此，使用“水稻

种植适宜度”和“２０００ 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中水稻占比”两个工具变量，有利于修正测量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

题。 基于以上工具变量的选取，本文设定两阶段回归法的第一阶段回归表达式如下：
ｇｕａｎｘｉ＿ｎｅｔ ｊ ＝ ｃ ＋ β × ｒｉｃｅ１ｊ ＋ ｒｉｃｅ２ｊ ＋ αＸ ＋ μ （２）

　 　 其中，城市 ｊ的“关系文化”强度 ｇｕａｎｘｉ＿ｎｅｔ ｊ 为被解释变量，水稻种植适宜度 ｒｉｃｅ１ｊ 和 ２０００ 年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中水稻占比 ｒｉｃｅ２ｊ 为核心解释变量， Ｘ 为其他控制变量，设定与模型（１）相同， ｃ 为常数项， β 为工具变量

的待估参数， μ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首先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Ｆ 值大于 １０，因此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表 ５ 呈

现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的结果。 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水稻种植适宜度与水稻种植面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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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系数在 ５％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种植水稻的适宜度越高、实际种植水稻的面积占比越大，地区的关

系文化越强。 从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与基准回归相比，系数更大而且在 ５％显著水平下

显著为正。 这说明，可能存在双向因果或者遗漏变量偏误，导致基准回归结果中“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

择自己子女接管企业的意愿影响被低估了。
表 ５　 工具变量回归（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关系文化”强度 “子承父业”倾向

“关系文化”强度 ３. １３３０∗∗（１. ３６５１）
水稻种植适宜度 ０. ０９１６∗∗（０. ０１９９）
水稻种植面积占比 ０. ０６４３∗∗（０. ０６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数量 ７６２ ７６２

结论与启示

中国的民营企业多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而且“子承父业”仍是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主要方式。
本文从“关系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将城市层面“关系文化”强度指标与中国私营企业子女继承问题的指标

进行匹配，对中国民营企业家选择子女接管企业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关系文化”越强的地方，
民营企业家更希望培养子女接班人，让自己的下一代接管企业。 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企业经营时间较长、
企业家拥有政治地位的情况下，城市“关系文化”会更显著地影响企业家选择子女接管企业的意愿；反之，对
于具有科技研发能力的企业而言，所在地“关系文化”对企业家选择子女接管企业意愿的影响会较小。 此外，
相较于中西部城市，东部沿海省份的城市“关系文化”影响更小。 因此，本文的发现揭示，“关系文化”作为一

种非正式制度，会影响到企业家选择接班人的决策。 亦即，当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的经营作用越大时，企业家

会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内部成员来接管企业。
本研究结论提供了以下现实启示：首先，本文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职业化管理进程缓慢的原因之一。 本

文的发现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选择“子承父业”是适应社会制度环境的理性决策。 在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

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关乎企业的生存和进一步做大做强，是民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资产。 因

此，民营企业家在考虑代际传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将企业的核心资产有效进行可靠的传

承。 而在中国的独特文化和特定的发展阶段中，“子承父业”就成为了主流，原因在于：关系讲究的是“认人”，
而不是“认事”，因而让子女接管企业可以更好地继承这种民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核心资产。 具体而言，在交易

成本较高而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交易双方更愿意通过熟人之间的交易来减少交易成本，也
即依赖“关系”的作用；而外部职业经理人，相较于企业家子女，更难取得熟人之间的信任；并且外部的 ＣＥＯ 来

接管企业一旦出现离职，积累起来的人脉关系便有可能出现断裂。 而让子女继承企业即可避免这个风险。 于

是，在这样的独特社会背景下，“子承父业”便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管理人更替的主流模式。
其次，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民营企业“子承

父业”是不利于民营经济长期发展的，但在仍需依赖关系文化的环境中，“子承父业”却成为一种保护企业社

会关系资本的必然制度选择，并且当“关系文化”对于企业的价值越高时，这种制度安排越常见。 如要改变

“子承父业”现象及消除其负面影响，需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

干预，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民营企业的发

展不再高度依赖关系资本，便会更多地通过选贤任能而非任人唯亲来实现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同时也可将

更多资源用于企业创新，而非维护关系资本。
最后，本文还发现，具有科技研发能力的企业，其所在城市“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家选择接班人决策的

影响较弱。 原因在于创新型企业能依靠自身技术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对社会关系资本的依赖较弱。
当“关系”的传承并非代际传承的核心要素时，民营企业家更可能通过选拔优秀人才实现企业的传承，而不仅

仅是“子承父业”。 因此，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建立亲清型政商关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都将有助于加快中国民营企业的职业化管理进程，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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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数据方面的不足：由于数据的缺乏，本文仅能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无法捕捉

到企业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同时，也未能在回归分析中考虑民营企业家子女的特征。 因此，需要持续关注

民营企业代际传承问题，待民营企业决策信息更加完善时，再继续丰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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